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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美中心论”到
“审美 ／非审美”矛盾论
———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的反思与拓展

□　 赵　 勇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童庆炳对文化诗学的核心命意是“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 所谓“一个中心”是以审

美为中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化诗学以文学为研

究对象，而文学又是充满诗情画意的。 所谓“两个

基本点”，其一是深入历史语境之中，其二是要有细

致的文本分析。 所谓“一种呼吁”是希望文化诗学

“从文本批评走向现实干预”。 显然，在童式文化诗

学的构想中，审美是核心和灵魂，“两个基本点”大

体上可以看作方法论，“一种呼吁”似可理解为学术

姿态或立场。
为什么童庆炳会如此阐述他的文化诗学构想

呢？ 可以先从“两个基本点”谈起。 重视历史语境

是童庆炳多年来强调的一个主题，也是其文化诗学

话语中的一个重要声部。 在他看来，此前的文学理

论因过于依赖哲学认识论，于是在逻辑层面游走，在
概念密林中滑行，就成为许多研究者易犯的通病。
结果是，研究者虽也完成了一次次智力游戏，但这样

的理论既不接地气，也很难有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因此，只有把文学现象、观念、产品、思潮等等还原到

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才能对其做出有效阐释。
文本分析或文本细读主要是英美新批评倡导的

阐释方法，把它拿过来用于文化诗学，本身并无多少

新意。 而之所以也会让它成为“基本点”之一，我以

为与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有关。 由于童庆炳反复强

调文化诗学要聚焦于文学，而文本又是文学赖以存

在的基础，因此文本分析也就成了文化诗学的题中

应有之义。 在这一层面，童庆炳着重强调的是，文本

分析既要抓住作家作品的“征兆性”特点（即阿尔都

塞所谓的“症候阅读”），又要把那些“征兆”置于历

史语境之中。 这就意味着历史语境与文本分析并非

单枪匹马，各自为政，而是要相互依存，紧密结合。
“两个基本点”并非我想谈论的重点，我更想分

析的是“一个中心”之所以如此的成因。 从他的表

白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审美并非空穴来风，而
是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学理论遗产的继承。 其二，

审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联着人的自由。 而这

两点又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童庆炳本人在审美诗学

领域中的开掘密切相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伴随着

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进程，童庆炳开始了自己的

审美诗学之旅。 他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的《手稿》，
反复阅读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悉心体

会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和黄药眠的“美在评价

说”，最终提出了“文学审美特征论”，并首次把这一

理论成果吸收进他自著的《文学概论》（红旗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教材之中。 因此，审美与“审美中心论”
既是 ８０ 年代“美学热”的精神遗产，也是童庆炳自

己日积月累形成的一笔思想财富。 当“美学热”退

潮，人们走进一个“务实不务虚”的“新时代”后，“审
美”已与“乌托邦”联用而成为学界批判的“宏大叙

事”，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亦已成为学界的新潮

话语，但童庆炳却固守在自己的审美园地里，以旧说

呵护它，以新知浇灌它，直到它成为自己的精神之鼎

和理想之光。 因此，说得学术点，审美应该是童庆炳

所有诗学活动中的第一存在；说得通俗点，审美就是

他的命根子。
明乎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素来信奉“亦

此亦彼”思维方式的童庆炳会在 ２１ 世纪介入相关

问题的论争之中了。
世纪之交以来，童庆炳曾参与过“文学终结论”

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艺学边界”问题

的学术论争，而这些论争最终又都可归为一个：“文
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争”。 究竟如何评价这场长达

数年的论争并非本文谈论的重点，我想指出的仅仅

在于，童庆炳之所以在这场论争中挺身而出乃至疾

言厉色，关键是有人动了他的“奶酪”。 那么，构成

这块“奶酪”的成分又是什么呢？ 其一是文学，其二

是审美。 因此，当米勒借助德里达之言，指出新媒介

到来之后“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
将不复存在”，“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时，童庆炳

必然会与之交手，因为道理很简单，既然文学已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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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文艺学也断无存在的理由，所谓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 当国内一些学者鼓吹“日常生活审美化”
并要对文艺学“扩容”“越界”时，他也必然要奋起还

击，因为这是在米勒预言基础上的釜底抽薪之举。
我之所以重提这场争端，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

事实：童式文化诗学话语的形成，既是他继承与发展

“旧说”的结果，也是他与“新说” （文化研究） “斗
争”的产物。 关于前者，童庆炳曾明确说过：“回顾

我走过的学术之路，一方面我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发展的，但另一方面，我又对自己过去研究过

提出过的思想和理论总是采取‘保留’的态度。 不

像某些学者那样，主张新说就意味着抛弃和解构旧

说，我总是把旧说改造和累积于新说之中。 我所提

出的‘文化诗学’可以说是对于前面我所钟情的四

种诗学（即审美诗学、心理诗学、文体诗学和比较诗

学）的综合、改造和发展。”关于后者，可以把这种斗

争理解为保卫“旧说”的胜利果实，也可以看作是与

“新说”交往互动中的矛盾运动过程。
无论从哪方面看，童庆炳的文化诗学话语都充

满了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坚定不移的理

想主义信念，纯正典雅的古典主义气息，乃至“第二

次天真”般的浪漫主义冲动。 他对文学的痴情，对
审美的挚爱，既是他个人发乎本能的自我选择，同时

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走来的老

一代部分学者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归属。 但话说回

来，童庆炳的文化诗学话语也并非无懈可击。 如前

所述，他在建构文化诗学话语的过程中特别倚重文

学与审美，宽泛而言，如此经营文化诗学似无太大问

题，但是却经不住仔细推敲。 由于其文化诗学关联

着他的审美诗学，我们不妨从他对文学的理解谈起。
在《文学审美特征论》一书的“自序”中，童庆炳

对“文学的审美特征”这一“主题”的形成过程作了

一番交代。 这一认识不仅是其审美诗学中的核心话

语，而且也被他移植到文化诗学中，成为那里面的

“一个中心”。 也就是说，当童庆炳晚年走向文化诗

学之途时，他使用的核心范畴并无多大变化，也并未

进行“范式”转换。 我倒不认为这两种诗学可以像

李春青教授指出的那样“断裂”得如此分明。 我的

问题是，当童庆炳如此定义文学谈论审美时，他心目

中的文学究竟是怎样的文学？ 种种迹象表明，应该

是高雅文学、美文学或纯文学。
从童庆炳的文学阅读活动中我们已能看出一些

端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苏联老大哥引领着中国人

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俄苏文学也就成为许多读

者的不二之选。 因此，童庆炳钟情于苏联小说是毫

不奇怪的，此为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 《红楼梦》之
所以能够成为童庆炳的“看家书”，是因为他留校任

教后有了研究这部小说的念头，于是阅读《红楼梦》

及其相关资料就成为他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前期的日

常功课。 “文革”开始后，许多人或因闹革命而无睱

读书，或因书被封存而无书可读，那时的童庆炳却能

躲在异国他乡，在文学世界中大快朵颐，这无疑是他

的幸运之处。 １９７８ 年之后，他曾有过“一天读一部

长篇小说，一天想啃完一部经典著作”的经历。 很

可能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中国当代作家的作

品，但他的大面积阅读应该主要集中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一个人的文学观与审美观无疑首先是被他的

文学阅读建构而成的，于是在童庆炳那里，《红楼

梦》对他影响最大，中国当代作家中王蒙与汪曾祺

他最为推崇，《告别马焦拉》等代表着他的文学理

想，“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句他“特别欣

赏”，“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是他寻找到的审美答

案，凡此种种联系起来看就有了一条主线：在童庆炳

的审美世界中，古典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无疑是其精

神底色，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其中既有批判现实主

义也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是其主要审美

对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显然是其

审美理想。 不得不说，这一审美世界是非常精致甚

至完美的，也非常符合古典美学的精神，但遗憾的

是，我们在他的文学阅读中却很难找到先锋文学、通
俗文学、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踪影，自然，
由此形成的现代荒诞式或后现代游戏式的文学、美
学风格也基本上不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 这当然是

时代原因造成的，但我以为与他的审美趣味与主动

选择也不无关系。
简要梳理与分析童庆炳的文学观和审美观如

上，是想说明童式文化诗学话语所面临的困境。 童

庆炳既要让文化诗学以审美为中心，又想让它关怀

现实和介入现实，这种用心与用意很值得敬重，但问

题是，如此一来，他所谓的审美与当下的现实之间也

就形成了某种矛盾或错位。 按照他的解释，“非诗

意”或“反诗意”的东西无须关注，这意味着文化诗

学不仅排除了广告、时装、流行音乐、主题公园、城市

空间等等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把通俗文学、
介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大量文本拒之门外了，这
么做的后果是文化诗学恰恰无法“关怀”到更多的

“现实”。 因为现实的状况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尽

管不可能走向终结，但是它却发生着种种裂变；文学

性四处蔓延，许多文化产品具有了审美、非审美乃至

反审美的多重特征；雅俗之间的分野已在抹平，雅文

学俗化和俗文学雅化的现象已日见分晓；大众文化

的生产与消费已是常态，传统文学的地盘已被蚕食

鲸吞。 如此现状甚至直接波及人文研究的选题、思
路与方法，这意味着传统的研究模式与路径将被打

破。 凡此种种，都让文化诗学遇到了意想不到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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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童庆炳虽然想让文化诗学面向现实，
但其核心命意与基本理念却又制约着它面向现实的

视野。 它虽然可以研究王蒙和汪曾祺（经童庆炳指

导，也确实写出了关于这两位作家的博士论文，前者

被他认为是“很好地实践了北师大学科点的‘文化

诗学’的理论构想”），但是用它来解读“非诗意”的
王朔和“反诗意”的王小波就比较麻烦。 而且更重

要的是，囿于文化诗学的思路与理路，很可能许多文

学文本与文学现象恰恰是它无法解读的。 这就意味

着他所谓的“审美中心论”因其纯正、高雅的古典主

义气息，已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文化诗学介入现实

的通道，因此，拓展文化诗学的可能方案之一是改变

“一个中心”的内部构成，把“审美中心论”的单维结

构变成双维结构———“审美 ／非审美（反审美）”或

“诗意 ／非诗意（反诗意）”。
那么，在“一个中心”中，既要审美又要非审美，

既要有诗意又要反诗意，这岂不是一种二律背反式

的矛盾组合？ 我们知道，所有的理论话语大体上都

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为旨归，为什么还要在文化诗

学中人为制造矛盾？ 这正是我想解释的关键之处。
在我看来，童庆炳的“审美中心论”之所以显得比较

脆弱，恰恰在于它既没有正视审美的复杂性，也在于

它自成一体后已对现实矛盾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童庆炳看重审美的解放力量却丝毫不提审美的压制

力量，这本身已是对审美的简化处理。 而当这种审

美形成一种“家园”式的格局后，它也就砌起了一堵

围墙，只对适合于自身的外界事物开放，却关闭了与

其他矛盾现实交往互动的通道。 因此，让非审美与

反诗意进驻其中，既是要对审美本身构成一种刺激，
以此进一步激活其潜能，也是要让文化诗学正视当

下矛盾重重的现实处境。
如此一来，是不是会打破“一个中心”的和谐格

局？ 回答是肯定的，但这也正是我的用意之一。 童

氏文化诗学话语因受“审美中心论”的统领，实际上

显得太宁静优雅、四平八稳和“美是和谐”了，久而

久之，它必然会丧失其生机与活力。 让文化诗学的

“一个中心”变得冲突与矛盾一些，并非要让那些冲

突元素捉对厮杀，而是要让它们比邻而居，和平共

处，在相看两不厌中相互对话，这样才有可能打破同

一性思维模式，走向更高境界的和谐，因为正如阿多

诺所言：“不谐和是关于和谐的真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从“审美中心论”到“审美 ／非

审美”矛盾论，是不是已大大违背了童庆炳的意愿？
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实际上，反而更符合他所倡导

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路径。 因受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启

发，“亦此亦彼”一直是童庆炳思考问题的重要方

法。 以这种思维方法研究心理美学时，他也曾发现

创作心理活动的种种矛盾。 如何面对这些矛盾，起

初让他颇感困惑，后来他从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那

里得到了重要启发。 因为海森堡，童庆炳最终“将
矛盾提升为原理”，因而才有了对艺术创作与审美

心理的新发现和新认识，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审美与

非审美这对矛盾提升为原理呢？
如果我的以上思考有些道理，也就意味着文化

诗学的操作方案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而在这种调整

中，首先涉及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童庆炳

的文化诗学话语虽也吸收了文化研究的合理因素，
但现在看来，这种吸收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许多

时候，我们从他的潜台词和话外音中可以感到，二者

的关系已被他视作一种二元对立的敌我关系。 我们

把非审美与反诗意的东西纳入文化诗学的问题框架

之中，意味着文化诗学必须在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

方法的运用、研究路径的考量等方面向文化研究学

习，也意味着二者的关系将由原来剑拔弩张的对峙

变为销兵洗甲之后的握手言和。 消除敌意之后还须

放低姿态。 文艺学曾经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过

丰硕成果，如今走向文化诗学，意味着它需要开疆拓

土，也意味着它需要借鉴和拿来更多的理论资源，万
取一收。 文化研究之父霍尔曾把自己比作喜鹊，
“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把什么东西都抓到自己的窝

里”，以便更好地“运用理论”。 为什么我们不能学

习霍尔的“喜鹊”精神，也把文化研究抓到自己的窝

里呢？
九年前，我曾撰写过一篇题为《在文学研究与

文化研究之间》的文章，如今，当我重新面对童庆炳

的文化诗学话语时，忽然发现我的这一想法其实已

隐含在文化诗学的问题框架之中，只不过当时还不

甚分明。 今天看来，所谓的“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

究之间”，其前提首先是“在审美与非审美之间”、
“在诗意与反诗意之间”、“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化之

间”，因为这是“矛盾论”的起点和立足点。 它的方

法论资源应该在鉴赏式分析与表征式分析（亦即美

学分析与意识形态症候分析）之间，价值观资源则

很可能在倡导“介入”的萨特与反对“介入”的阿多

诺之间。 只有这些“之间”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才不至于成为空中楼

阁。 而“之间”或“间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如

“城乡结合部”混乱、无序、芜杂同时却也生机勃勃

一样，正如路遥聚焦于“城乡交叉地带”写出了《平
凡的世界》一样，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结合部”同
样充满着种种独异性、疑难性与生发出问题意识的

可能性。 那是矛盾丛生之处，也该是文化诗学大有

可为之所，而新的思想与学术的生长点或许就诞生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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